
书书书

2020 年 1 月 妇女研究论丛 Jan． 2020

第 1 期 总第 157 期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No． 1 Ser． No． 157

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

李小云1 张 瑶2

( 1． 2．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关键词:贫困;妇女;妇女贫困化

摘 要:自皮尔斯 1978 年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以来，女性与贫困的关联研究成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社会学、人类学、发

展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下，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具有客观性，但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呈现

的形式则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全球性现象。具体而言，对贫困女性化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收入和消

费维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超越以“女性户主家庭”为分析单元的局限性，将贫困问题放置于宽化的性别和其他群体领域，特别

需要关注多维度的贫困和致贫的原因;针对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女性的竞争劣势性也需要从总体社会关系的

角度加以分析，单一的女性本位的发展干预往往会产生负面结果。本文认为，贫困女性化虽然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女性

与贫困问题在不同经济社会语境和社会关系维度上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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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Pierc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feminization of poverty”in 1978，the subject of women and poverty has become the fo-

cus from many fields of inquiries such as labour economics，family sociology，anthropology，development studies，and feminist studies． Un-

der certain conditions，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s an matter of fact． However，its representation differs form various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cannot be seen as a generalized global phenomenon． The research on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must not only focus on the dimensions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needs to move beyond an analytical unit

such as female-headed households，and broadened poverty issues to genders and other group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its caus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disadvantages of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need to be analy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social relations．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that narrowly focus on women often produce negative results． In the

sum，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through literature studies，and analysizes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women and poverty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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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和女性贫困
化( impoverishment of women) 是女性主义研究、女性
主义社会运动和发展研究广泛使用的两个概念，同

时也是政策倡导的重要框架。这两个概念经常混合
使用，泛指女性与男性经济状况的差异。事实上，虽
然二者都是特指女性的经济状况，但二者的含义稍

有差异。前者主要隐含了女性贫困化的过程，后者
则主要指女性在某一个时间点的贫困状态。
虽然女性主义有不同的流派，核心主张也不尽

相同，但是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认为女性在

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1］(PP5－16)。

性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的两极化是女性主义
理论框架的核心主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
承认性别不平等关系的前提下，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

关系是导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在此理
论假定下，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的无

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势必导致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的

贫困化。因此，资本主义的消亡也就成为解决女性贫
困化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
聚焦女性的家务劳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迫

使女性从事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的家务劳

动，从而使得女性受到了经济的剥削［2］(PP75－122)。也就
是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强调经济不平等在

影响性别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与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观点不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则认为女性的

从属地位来源于性别政治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尤其是

教育和就业等权利的不平等［3］(PP68－71)。

性别的差异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和历史

现象。这一差异首先表现在生物学方面，并同时延
伸到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领域。虽然性别的差异
被认为是一个跨越文化的社会现象［1］(PP5－16) ，但是性

别的不平等却有着强烈的政治经济的建构性。这是
因为性别差异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将性别的差异

从定性到定量的角度进行结构化的确定是特定条件

下的政治经济的构建。基于这个建构发展出的性别
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前提，为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

和实证的正当性，并以此发展出了一系列全球性的

女性主义政治议程，如 195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妇女政治权利公约》以及一系列涉及妇女与发展、

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
贫困的女性化和女性的贫困化是这一理论建构中最

有影响力的理论进展，也是 20 世纪到 21 世纪发展
研究和发展实践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内容和政策

倡导的框架之一，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潮跨越不同文

化产生影响力的重要理论武器。
尽管很多人认为历史的记录说明女性的劣势性

并非新的现象，但是在全球化思潮的坚定倡导以及

70%的全球女性处于贫困这一来源不详数字的支持
下，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突破
性地将女性贫困化议题纳入了全球发展的主流框

架［4］(PP201－220) ，贫困女性化几乎成了某种“政治正确”。
在此次大会的引导下，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减贫的首

要目标是关注妇女的状况，因为平等是从增长转为

发展以及减贫的基本要素［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

济委员会则将确定女性贫困及致贫原因作为其重要

的优先工作之一［6］; 国际发展集体还将性别主流化

作为评估的基本原则纳入重债贫困国家减贫战略文

件中［7］;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更是

明确地将资金贷款给贫困妇女。
在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过程中，一方面，性别差

异演变为从政治经济角度衡量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这也是结构主义视角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客观依据;

另一方面，性别的差异延伸到政治经济范畴的不平

等又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在既定的人类社
会关系作为维系人类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性别的平

等存在所谓“非正义的正确性”问题，以此消除这一
不平等的政治经济议程就遭遇到了某种社会张力的

抵抗。这一矛盾触及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
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政治经济角度的不平等如何从

社会文化角度来理解，同时性别平等的政治经济议

程又如何克服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制约。
贫困的女性化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和实践领

域的讨论也呈现出对于这一张力的争议。事实上，
性别与贫困的关系是复杂的，扶贫干预并不能必然

导致女性福利状况的提升和性别不平等的改善［8］。

贫困女性化成为全球发展的潮流实质上是全球化思

潮下迎合全球化的二元性和规范性的知识生产，是

“男人养家”范式巧妙的再生产的产物［9］(PP105－110)。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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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女性化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全球化是既成事实的

存在，而全球化势必造成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

要通过外部的干预加以解决［9］(PP105－110)。问题是，一
种社会文化下女性所遭遇的贫困为什么没有一致地

出现在其他的社会文化中，一个基于某种社会文化

特点提出的消除女性贫困的方案是否适合全世界，

在发展中以各种形式和各种学术表达框架将女性弱

势化和客体化是否是学术专业主义维护自身利益的

手段，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否认性别的不平
等问题的客观存在，而在于质疑其作为普适性教义

的合理性，尤其是质疑将女性与贫困和赋权连成一

个线性的干预框架的有效性。本文将从贫困女性化
概念的提出、贫困女性化的定义、如何测量和确定贫
困的女性化以及来自不同文化的相关实证等方面，

对贫困的女性化研究展开介绍和评述，并从社会学

角度对于涉及贫困女性化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展开

讨论。
一、贫困女性化理论的提出及相关概念和测量

方式

如上所述，尽管在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性

别的不平等是客观的存在，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女

性的弱势化、从属性以及被压迫性依然无法摆脱女
性主义思潮和现代发展主义的建构。因此，可以认
为性别的不平等是长期以来性别政治经济建构中对

于女性的话语表达，而贫困女性化则是将这一建构

主流化和普适化的典型代表。虽然无论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体系都

毫无疑问地涵盖了贫困女性化和女性贫困化的理

论含义，但真正使这个议题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性别研究。1978 年，时任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的戴安娜·皮尔斯( Di-
ana Mary Pearce) 在美国的《城市与社会变迁评论》
( The Urban ＆ Social Change Ｒeview) 上发表了《贫困
的女性化: 工作和福利》(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Work and Welfare”) 一文。皮尔斯基于1950－1970
年美国的就业数据，研究了美国社会再就业和收入

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尽管美国妇女的就
业有所改善，但是美国 16 岁以上的穷人中有三分
之二是妇女”［10］(PP28－36) 的观点。皮尔斯的贡献不仅

在于首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的概念，而且通过极
具说服力的数据从研究的方法角度极大地影响了其

后有关女性和贫困以及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有关皮
尔斯之后的一系列研究以及对于该研究的相关质疑

将在后文予以介绍。
尽管贫困女性化的概念聚焦女性的贫困状况，

但这一概念仍然是与男性相比较而产生的。例如，
如果一个社会中男性的贫困状况明显下降，而女性

贫困状况的改善低于男性，一般则认定这个社会存

在贫困女性化或女性贫困化的现象。具体而言，贫
困女性化的一种定义是女性和女性总体贫困水平差

异的增加。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尽管男性和女
性的贫困状况都在恶化，但是如果女性群体的贫困

水平比男性群体上升更快，即可认为存在贫困女性

化的现象。另一种定义认为，如果女户主家庭比男
户主家庭以及配偶家庭的贫困水平高，则可认为存

在贫困女性化的现象［11］(PP115－127)。

贫困女性化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评价一个社

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不能只关注人口“平均
数”。男女平均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化的指标无法
客观呈现一个社会落实在人的实际发展方面的状

况，如经常使用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
收入、人均预期寿命及教育年限等指标。一旦将社
会群体进行性别划分，并分性别统计，即可看出上述

不同的指标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由于男性和女
性本身即存在差异，同时在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

条件下政治和经济社会的特点在性别之间也存在差

异，因此，性别平均的表达掩盖了这个差异，贫困也

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讲，贫困女性化概念揭示了
以贫困为视角表达的社会福利的性别差异，揭示了

性别不平等的严重状况，这也是贫困女性化理论很

快得到学术和政策界接受并得以广泛传播、使用的
重要原因。贫困是研究全球化理论的学者重要的实
证依据，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必然产生

收入的分化，贫困化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政治和经

济社会结果。这一分化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
间，也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之间和不同

的群体之间。女性主义研究者的重要贡献在于将贫
困性别化，并通过全球化的概念使贫困女性化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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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成为跨越文化的全球性的问题，从上述联合国和

其他国际发展组织以及各个国家的妇女发展议程即

可看出这一影响。当然，对于贫困女性化是否是一
个全球性的现象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分性别呈现社

会发展差异并以此制定相应政策的积极意义仍然值

得肯定。
贫困女性化的研究和政策倡导首先遇到的一个

问题就是如何测量女性的贫困。皮尔斯研究的主要
依据是工资收入。由于收入数据呈现性好、说服力
强，所以收入成为研究女性贫困最为重要的指标之

一。皮尔斯在研究中采用了两个概念: 一是穷人中
女性的比例; 二是贫困家庭中女户主家庭的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没有采用包括贫困和不贫困

总样本中的贫困家庭和个体的数量，而是选用贫困

的家庭和个体作为样本总量统计其中女性的数量和

女户主家庭的比例［10］(PP28－36)。因为皮尔斯研究的结
论是基于女户主家庭这个单元，所以，采用这一方法

的弊端是，如果总的人口中女户主家庭的数量减少，

那么所要测量的结果将不会发生变化。后来的研究
大都采用包括贫困和不贫困群体在内的总样本中的

贫困比例，这一方法有利于估算贫困发生率、贫困的
强度和深度，因此成为目前通过收入性指标研究贫

困女性化的主要方法［11］(PP115－127)。之后，许多学者也
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对贫困线或绝对贫困线对国家贫

困女性化进行研究。大卫·布兰迪( David Brady) 和
丹尼斯·卡尔 ( Denise Kall) 对西方国家 1969－2000
年的研究主要运用了这个方法。他们使用卢森堡收
入调查系统的数据，统计了西方 18 个国家家庭税后
和除去转移支付的收入，并根据家庭的规模做了相

应的调整。基于数据，他们按照经合组织国家采用
的低于收入中位数 50%的相对贫困标准统计了贫困
人口的数量，从而估算出了这些国家的贫困发生率，

同时也根据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估算出了贫困强

度。之后再根据男性和女性的数量统计出样本的性
别比，据此再估算出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的性别

比。他们的结论是，女性贫困发生率与男性贫困发生
率之比为 1． 397，贫困强度之比为1． 374，显示出从相
对收入衡量的女性贫困程度高于男性［12］(PP976－1007)。

马塞洛·麦迪罗斯 ( Marcelo Medeiros) 和乔安娜·考

斯塔( Joana Costa)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拉丁美洲的贫
困女性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利用人均收入的
数据测量了相对于男性的女性和相对于男户主家庭

的女户主家庭的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
度［11］(PP115－127)。而对于采用绝对贫困标准的国家而
言，则主要是直接通过统计样本的收入展开研究。
例如，按 2011 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农村绝对贫
困线为农民年可支配收入 2300 元人民币，统计或调
查低于这个标准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即可得到基于

性别的贫困发生率，并可以根据分性别的最低收入

和平均收入的差距估算贫困深度。但是无论采用相
对贫困标准还是绝对贫困标准，都需要有分性别的

统计数据，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研究贫困女性化

的最大障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缺乏系统的统计
数据，更无法获得分性别的数据。中国虽然有系统
的统计系统，但是农村抽样调查的基本单元是户而

非分性别的人，因此依然无法依据统计数据反映性

别的收入和消费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收入和
消费的数据能够直观且更有说服力地说明性别的差

异，但是以收入和消费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所面临的

挑战是“谁的收入和消费”的问题。对于像皮尔斯
和布兰迪等人的研究对象是基于工资维持生计的女

性而言，这一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的农村家庭而言，很难区分收入的性别贡献。在以
农业为主的贫困家庭中，劳动虽有分工，但家庭的收

入很难区分不同成员的贡献。在这样的条件下，按
照收入和消费估算性别贫困发生率几乎是不可能

的。这也是学者质疑基于工资收入的性别收入差异
所形成的贫困女性化理论是否具有全球普适性的重

要原因之一。
从收入维度研究性别的贫困不仅受到数据可及

性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收入和消费仅仅是贫困的

一个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即使男性和女性在收入和
消费方面的差异不大，也并不意味着女性没有受到贫

困的困扰。芭芭拉·哈里斯－怀特 ( Barbara Harris-
White) 认为，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使用以收入为基
础的贫困发生率仅仅是因为应用数据的便捷性，收入

维度的贫困测量事实上存在很大的模糊性［13］(PP881－891)。

收入性贫困指标在应用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

8



一，指标模糊了收入本身和对收入的控制的区别，后

者可能更为重要，但是收入贫困的指标无法反映出

来;其二，收入贫困指标的含义在于拥有收入即可获

得公平的社会服务和最终的收益，但事实上并非如

此，如影响女童辍学率的因素远远不止于家庭收入

这样单一的内容［14］(PP59－64) ，在很多情况下会更多地

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除此之外，以收入为基础的
贫困测量在研究贫困女性化时无法捕捉到女性遭遇

贫困的社会细节。当贫困影响到家庭中女性的生活
和生计时，只有当女性承担家庭食物生产和抚养子女

的主要责任时，贫困的女性化才能呈现［15］(PP329－337)。

鉴于以收入为基础的指标的局限性，非收入性

指标成为研究贫困女性化的重要工具。例如，使用
人均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指标在很多情况下比使用收

入贫困指标更能反映男女两性在最终福利状况下的

差异。虽然人均预期寿命与男女在生物学方面的差
异存在相关性，但是大量的研究证明，社会经济文化

状况是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均
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指标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两

性所获得的社会经济福利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
教育维度的指标，通常使用的变量有人均受教育年

限、小学入学率、中学入学率、大学入学率等，通过分
性别的数据呈现男女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除了
教育以外，还需要考虑医疗保障的获得性，通常会使

用就医率之类的变量来反映。除了社会经济类指标
以外，还涉及基本权利类、政治权利类等指标，如政
府中女性官员的数量、高级管理岗位女性的数量、女
性就业比、男女收入比等，这些指标均属于所谓的非
收入维度的贫困测量指标。
除上述单向性指标以外，与贫困女性化研究相

关的多维度指标包括性别发展指数 ( 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 ) 、能力贫困测定 ( Capacity
Poverty Measure CPM) 、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
opment Index HDI) 、人类贫困指数 ( Human Poverty
Index HPI) 等。其中，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
数是应用最广泛的。人类发展指数主要包括三个组
成部分: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 成人识字率和入学
率) 和人均 GDP。每一个维度的赋值为 0－1，每个国
家都会根据三个部分的实际情况分别得到 0－1 之间

的赋值，三个赋值的平均数即为这个国家的人类发

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采用同样的三个部分，权重
赋值与人类发展指数相同。不同的是，性别发展指
数将国家的人口划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亚群体，主

要评价性别发展的程度。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
指数均是多维度的指标，其结果所代表的含义超越

了单一的收入和消费维度，因此应用多维度指标研

究贫困女性化成为国际发展组织和众多研究者所主

要采用的方法之一。与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
数不同的是，人类贫困指数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分开估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指数包括三个重要
内容:一是穷人的生存率( 40 岁之前的生存率) ; 二
是知识的排斥( 文盲率) ;三是缺乏有尊严的生活水

平的比重( 获得安全饮水人口的比例和体重低于正

常标准儿童的比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贫困女性
化研究广泛应用了这些指标。

但即使是上述多维度指标的测量方式仍有缺

陷，多维度指标所呈现的更多的是男性和女性社会

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这类指标的构成内容之间具

有相互联动关系，如人均收入和人均预期寿命等，因

此不同类型的指标在决定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方面

存在着差异，在方法上难以很好地确认权重。针对
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的另一个质疑在于，

由三个部分构成的指数是否能够具有全球普适性，

而且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存在明显的基于

发达国家标准的倾向，如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妇女
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指标。
针对已有的收入维度、非收入维度和多元维度

的贫困测量方法，莎伦·白塞尔( Sharon Bessell) 认为
未来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进，才能够准确地

反映贫困的性别问题［14］(PP59－64)。一是如何针对日常
遭受贫困困扰的个体及其生活经历使用科学的方法

加以测量。参与式研究方法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出了
很多尝试，其主要的问题是个体生活经历和感受如

何汇总成一个系统的图景，以便与相应的政策干预

相连接。这是基于个体经历的参与式调查方法的不
足之处。二是目前关于贫困测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
的贫困分析工作相脱钩。女性主义贫困分析的独到
之处，在于对贫困维度的把握和性别贫困指标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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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面。但是，女性主义性别分析的方法过于描述
化和话语化，与主流贫困测量的规范性之间缺乏桥

梁。三是分性别数据的收集，尤其是在国家层面、区
域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统计系统，依然是一个没有得

到解决的问题。性别统计的概念已经提出几十年，
但如何将分性别的统计纳入主流统计系统依然是一

个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后，在强调于大规模的
统计和调查中纳入分性别的统计调查之外，需要研

究如何将参与式数据收集工作与大规模的数据调查

工作相结合，后者往往能够提供性别的贫困体验以

及贫困的性质等方面的有价值信息。
二、贫困女性化理论的实证依据
皮尔斯的研究是贫困女性化理论的起点，之后，

女性与贫困问题成为女性主义研究、发展研究和社
会政策研究等领域的热点，贫困女性化作为一个全

球性的现象被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倡导者所接受［11］。

皮尔斯提出的 1950－1975 年美国贫困女户主家庭数
量逐渐增加的结论是贫困女性化理论最早的来自系

统科学研究的实证依据。之后的研究虽然深受皮尔斯
将女户主家庭作为研究单元的方法的影响，但是大多

数的研究均对皮尔斯的研究模型做了修正。修正的主
要内容是将其研究框架扩展为相对于男户主家庭的女

户主家庭的贫困变化［15］(PP329－337)［16］(PP145－160)［17］(PP57－61)和相

对于男性贫困的女性贫困的变化［18］［19］(PP17－25)。尽管
皮尔斯之后的大量研究在总体上确认了女性的贫困化

是一个几乎所有社会都面临的普遍问题［20］(PP594－605) ，但

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最初的质疑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贫困女性化是否只发生

在女户主家庭; 二是皮尔斯基于美国女户主家庭贫

困的研究所得出的贫困女性化的结论是否是一个全

球性的普遍现象。
由于贫困女性化的研究起始于美国，贫困女性

化的议题在美国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也积累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凯伦·克里斯多夫 ( Karen Christo-
pher) 等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以收入中位
数的 50%以下的现金收入作为指标，处于贫困状态
的美国单身女性数量比处于贫困状态的单身男性高

出两倍之多［21］(PP219－242)。美国国家贫困中心发现，虽
然美国 1993－2000 年的贫困处于整体下降趋势，但

是女性的贫困风险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22］(PP75－96)。

美国人口普查的报告指出，生活在美国大型城市的

18－64 岁人口中，17%的女性和 13%的男性的收入
低于收入中位数的 50%以下; 在美国 70 个城市中，
36%的抚养 18 岁以下孩子的女户主和 21%的抚养
孩子的男户主的收入低于贫困线［23］。皮尔斯研究结
论的重要假设是美国贫困女性化与女户主家庭存在

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其研究显示了美国的贫困女性

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女户主家庭，进而暗示了家

庭结构与贫困的关系。
皮尔斯的研究对美国的扶贫政策也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美国 1996 年通过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
协调法》( Personal Ｒ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Ｒeconciliation Act) 四个目标中的三个与鼓励结婚和
防止非婚怀孕有关。在《特需家庭临时救助法》
( 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的支持下，20
世纪末期美国每年有 15 亿美元用于支持鼓励婚姻
的活动［24］。因此，男 /女户主家庭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研究还涉及美国的社会扶贫政策，这也是皮尔斯研

究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萨拉·兰特维尔特
( Sara Lightenwalter) 的研究对此问题做出回应，为了
更好地代表全美国的情况，兰特维尔特选取了美国

70 个大型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女性与男性贫困
率比、女性在低收入就业岗位的比例、女性与男性的
中位数收入比以及女户主家庭的比例作为指标，利

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研究了美国女性贫困发生的原

因。她发现，影响美国女性贫困的主要因素是低收
入就业岗位女性的比例而非女户主家庭比例，如在

性别贫困差异最小的旧金山，女性和男性的贫困比为

1． 07，低工资岗位女性比例要素的作用为 45． 5%，女
户主家庭比例的影响为 22． 1% ;在性别贫困差异最
大的弗吉尼亚，女性和男性的贫困比为 1． 75，低工
资岗位女性比例要素的作用为 59． 2%，女户主家庭
比例的影响为 20． 1%，显示了女性贫困与女户主家
庭比例的关系并不那么显著［22］(PP75－96)。为此，兰特
维尔特认为《特需家庭临时救助法》支持下的促进
婚姻和就业相关活动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这些项目

对于缩小性别贫困差异的作用不大。事实上自 1918
年以来，由于美国女性的就业领域局限在有限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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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而导致了工资的性别差异，这也从历史的断面

上某种程度地支持了兰特维尔特的观点［25］。在美国，

由于最低工资的工人中 61%是女性，因此从政策角度
来讲，确定并维持贫困线以上的法定最低工资实际上

是解决美国女性贫困的重要手段［26］(PP60－81)。这一观点
与兰特维尔特也是一致的。
无论从哪几个角度看，美国的贫困女性化现象

都是美国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客观现象。那
么，出现在美国的这一特殊现象，是否也是其他西方

国家共同的现象?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卫·布兰
迪和丹尼斯·卡尔应用卢森堡收入调查中 93 个数据
库的数据，选取了 18 个西方国家 1969－2000 年的数
据，按照税后收入并除去转移支付收入，确定了每个

个体的收入。他们以收入中位数的 50%作为相对
贫困线，估算 18 个国家分性别的贫困发生率，同时
估算了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的性别比。最终得出
结论:在 1969 年到 2000 年的时间跨度内，贫困的女
性化几乎是所有 18 个国家普遍的现象，而且如果加
入老人的样本，贫困的女性化程度要远远严重于其

他研究的估计。布兰迪和卡尔的这一研究是迄今最
为系统全面的、跨越长时间段的针对发达国家贫困
性别化的定量研究。该项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如下
方面:第一，提供了 18 个西方发达国家最新的有关
成年女性和男性的贫困状况，以及从贫困发生率和

贫困强度两个角度测量女性相对男性的贫困比; 第

二，认证了女性的贫困、男性的贫困和总体的贫困是
相互关联的，且在福利型国家有很多共同的特征，但

是，贫困的女性化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 第三，

与之前很多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发现贫困的女性化

主要受到社会安全政策、转移支付、单亲家庭、老人
性别比和就业率的影响［12］(PP976－1007)。

贫困的女性化研究不仅涉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

家，这一研究范式和政策框架也影响了中等收入国

家的性别研究。巴西国际扶贫中心( 现称金砖国家
研究中心) 的马塞洛·麦迪罗斯 ( Marcelo Medeiros)
和乔安娜·考斯塔( Joana Costa) 对 8 个拉丁美洲国
家进行了研究。由于不同国家的数据来源存在差
异，每个国家数据的时间跨度大致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期的十年时间，他们主要选取了

女性 /男性贫困比以及女户主家庭和男户主家庭的
贫困比作为指标。他们发现，在其所研究的 8 个国
家中，总体上没有发现女性和男性贫困差异的增加，

只有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数据显示了女户主家庭和男

户主家庭贫困差异的变化。去除一些小的贫困指标
的变量，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
黎加和委内瑞拉没有发现贫困女性化的现象。也就
是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他

们所研究的时段内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了广泛的贫困

女性化的现象［11］(PP115－127)。

麦迪罗斯和考斯塔的研究并未挑战皮尔斯的研

究，也没有挑战布兰迪和卡尔的研究，而是呈现了贫

困女性化现象的复杂性。信彦 ( Nobuhiko Fuwa) 采
用女户主家庭的概念，对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埃塞
俄比亚、加纳、马达加斯加和卢旺达的贫困女性化现
象做了系统的研究［27］(PP1515－1542)。他的研究没有发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女户主家庭为指标的严重贫

困女性化问题。阿兰·马库斯( Alain Marcoux) 应用同
样的指标研究了孟加拉、印度和尼泊尔，同样没有发
现以女户主家庭为特征的贫困女性化的普遍性现

象［28］(PP131－139)。但是，里卡多·巴洛斯( Ｒicardo Barros)

等人和舒布哈适斯·甘戈帕迪耶( Shubhashis Gango-
padhyay) 等分别发现巴西和印度城市女户主家庭的
女性陷入贫困的概率很高［29］［30］。中国国内涉及妇女
贫困的各种类型的研究很多，但是系统的大规模的

定量研究工作并不多见。根据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镇低收入的女性比
例高出男性 19． 3个百分点; 2010 年，该比例近乎增加
到 19． 6个百分点。女性与男性在就业率上的差异也
从 1990 年的 13． 9%增加到 2010 年的 19． 7%［31］［32］。

这一数据虽然不能反映贫困的女性化问题，但是男

性与女性在收入和就业上的差异恰恰是产生贫困差

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数量不多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主
要是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陈银娥和何雅菲利用中
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女性贫困化问题

进行了研究。她们选取了数据库中辽宁、黑龙江、江
苏、贵州等 9 个省区的调查为样本，根据户籍类型划
分为男户主和女户主两个子样本展开研究。虽然她
们的研究发现女户主贫困家庭的份额逐年增加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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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农村，但是其研究无法证明贫困的女性化

现象的存在，而这一研究更多的结论在于什么原因

导致了女户主家庭的贫困［33］(PP61－66)。张颖莉和游士
兵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选取辽宁、黑龙
江、江苏、贵州等 9 个省区 1989－2011 年的数据，以
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为分析单元，将贫困脆弱
性、健康风险、家庭医疗总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中国贫困女性化做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
第一，女户主家庭在拥有资产、农业的收入和非农业
的收入方面均低于男户主家庭;第二，女户主家庭与

男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差异并非十分显著，她们用于

医疗的总消费支出相对于男户主家庭差异不大; 第

三，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是影响家庭贫困的重要因

素［34］(PP33－43，P121)。张颖莉和游士兵的研究虽然也反
复强调女户主家庭的脆弱性，但事实上其研究并没

有从实证的角度确认中国存在系统性的贫困女性化

的现象。首先，尽管张颖莉和游士兵的研究采用了
修正版的皮尔斯研究的框架，但其研究重点是女户

主家庭的贫困问题。其次，正如他们在研究中所说
的，他们所采用的贫困脆弱性等被解释变量是基于

收入和消费的维度，而从收入和消费维度上贫困的

不显著并不意味着这些家庭不贫困。另外，以女户
主家庭为单元的研究结果无论发现这类家庭贫困与

否都不能必然反映中国是否存在贫困女性化的现

象，因为该项研究没有将其他类型的女性纳入研究

的范畴。肖萌、丁华和李飞跃使用北京大学社会科
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动态追踪抽样调查数据，聚

焦男性和女性贫困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问题对中国

的性别与贫困进行了研究。但同样，该研究也并未
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中国存在贫困的女性化现

象［35］(PP104－115)。中国国内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主要受
到了皮尔斯研究范式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的贫困女

性化时也往往采用女户主家庭作为研究单元。需要
指出的是，贫困的女性化并非必然呈现在女户主家

庭的贫困状况方面，国家之间女户主家庭的数量变化

也很大，因此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女户主家庭

与贫困关系的固定模式。朱利安·拉普缇里( Julian
A． Lampietti) 和琳达·斯托克( Linda Stalker) 通过分析
100项研究发现，只有某些国家的女户主家庭存在贫

困化的现象。因此，很难将“贫困的女性脸谱”普遍化
为全世界的问题［36］。

三、贫困女性化理论观点的讨论
显然，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贫困的女性化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按照同一指标和变量衡
量的贫困女性化现象并非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尤

其是从以女户主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的研究所得出

的结论来看。发展研究、家庭社会学、劳动经济学以
及女性主义研究均对贫困妇女化的议题高度关注，

但是由于其分析研究的基本单元、所使用的指标以
及所聚焦的领域有所不同，因此很难得出一致的观

点。事实上，不管是从人类社会普遍性而言，还是从
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思考，性别的差异性是被广

泛接受的事实。持批判视角的学者西尔维亚·阐特
( Sylvia Chant) 认为，与女户主家庭生计相联系的贫
困女性化的理论假设的重要缺陷之一是，这一理论

某种程度上是男性养家的“范式正确性”下规范认
知的再生产［37］(PP1－28)。将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分
性别地进行分析，难免忽视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
因此，从性别角度出发聚焦女性贫困的贫困女性化

理论虽然有其客观的合理性，但是，针对社会政治经

济对社会群体的影响的研究一旦受到已有的女性主

义视角下形成的贫困女性化范式的影响，容易进入

先入为主的框架陷阱。正如蒂安·戴维斯( Tine Da-
vids) 和弗朗辛·德瑞尔 ( Francien van Driel) 所提出
的，通过多层面的“性别视角”的研究，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先入为主的先决主义偏颇，从而解构这

样一个虚幻的男女一定不同的二元范式［9］(PP105－110)。

基于这样的理论观点，西尔维亚·阐特提出所谓的“性
别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就贫困问题而言，性别并不
仅仅是妇女，贫困也并不仅仅是收入［38］(PP26－48)。贫困
的女性化研究虽然促进了对于社会不同群体福利差异

的认识，也使得贫困研究既超越了“人”，也超越了“男
性、女性”，进而扩展到了“儿童、老人”，并且引发了将
贫困问题与年龄、种族、身份、阶级和家庭的构成、婚姻、
生育等诸多方面相联系的研究［39］。但这一视角的研
究也生产了大量基于所谓的“虚幻的二元框架”的具
有先入为主嫌疑的所谓贫困妇女化的研究结果。
贫困女性化理论的起点是收入和消费维度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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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问题。这一研究不断将传统的贫困研究与性别、
就业等因素进行有机的结合，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社
会学、发展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共同性的议
题，并使之成为贫困研究和贫困政策范围内的重要

领域之一。基于对以收入和消费为指标反映女性贫
困的质疑，贫困女性化的研究思潮极大地推动了多

维度贫困测量的研究工作。
大量分性别的多维度贫困的研究主要以两种方

式构成。一种方式被称作联合方式 ( Union Ap-
proach) ，主要是指如果符合至少一个多维度指标即
可确认为处于贫困状态。例如，表示福利型缺失的
某一个具体类别，如营养的缺乏或安全饮水以及安

全住房等，都可以作为这一类所谓的联合型方式的

指标。一旦一个个体或者家庭在任何这些领域出现
低于平均水平的情况，这个个体或家庭即可被认为

处于贫困状态。第二种方式被称为“交叉方式”，主
要是指确定一个个体或家庭是否处于贫困需要同时

满足所有维度的贫困均处于缺失状态。这种方式的
缺点是对满足指标的要求过于严格，往往会出现对

贫困的低估;前一种方式的缺点则相反，容易出现对

贫困的高估。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将两种方式混合
使用，只选择若干非常重要的福利缺失的指标，但这

种方式的缺点是，所选择的指标可能会出现相互之间

相关性的交叉问题。在多维度贫困的测量中，为了避
免上述这些问题的发生，很多学者选择使用要素分析

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哪

些因素影响了贫困的状态。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
极大地减少在多维度贫困测量中的变量的数量，从而

可以聚焦与贫困关系密切的变量［40］(PP71－76)。

正如本文反复提到的分性别框架的贫困研究，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贫困作为一个受政治社

会经济变化影响的问题的复杂性，克服了以往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评价存在性别盲视的弊端。但是，它
所带来的主要理论问题是，两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

体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虽然有其结构性张力，也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性别差异甚至是性别的不平等。
因此，这种张力也会自然体现在贫困程度的差异上。
但同时，性别关系又是一个两性相互依存的社会关

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关系，这对于研究以配偶

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性别平等问题尤为重要。在以农
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国

家，贫困女性化的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理论上

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从方法上讲，这种类型的社
会中的家庭收入几乎无法区分，因此基于收入和消

费的测量极为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在一个大的家
庭中，当有收入的女性出现消费的下降以及相应福

利的损失时，她可以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但实际上

她的福利可能转移给了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比如，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中，母亲情愿在很多方面

做出牺牲，她们将其福利转移给子女和年老的父母，

以降低这些家庭成员陷入贫困的风险。同样，在很
多情况下，家庭中的男性也会在妻子和子女处于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将自己拥有的福利转移给他们。事
实上，这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的社会实践，

也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实践。在以中产阶级
为主要构成的社会，很多家庭妇女往往会比有工作

的妇女获得更多的福利转移，但如果直接评估她们

的收入，她们有可能被划为贫困人群。
基于女户主家庭贫困而延伸出的贫困女性化的

理论受到质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从已有的实证

案例可以看出，这一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工资等市场
化的条件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
国家，如美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通过工资和市场

的交换维持其生计，因此工资收入对家庭是否处于贫

困高度敏感。而对于很多相对传统的未实现工业化
的国家而言，维系家庭生计的市场化程度很低，除非

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否则家庭内部的生产活动对于

贫困的变化并不十分敏感。所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贫困的女性化趋势容易在城市呈现，而一旦将农村的

家庭纳入研究样本，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就变得不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皮尔斯的研究对于贫困女性

化理论产生了十分关键的影响，不能说贫困的女性化

不是客观存在，而应注意到贫困女性化主要的争议在

于其后的大量研究都存在某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很
多研究所选用的指标容易夸大女性贫困化的趋势，如

皮尔斯选取女户主家庭就是一个例子，很多研究即便

不是有意但至少在方法上容易忽略男性和其他类别

群体的贫困化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在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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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化研究领域出现的泛贫困化思潮的问题。从 21
世纪初开始，中国国内对贫困性别化议题的关注逐渐

增多，但从各种研究结果来看，相当比例的研究都带

有既定的认为妇女一定贫困的倾向。实际上，皮尔斯
的原创性研究所针对的群体虽然是所谓的美国女户

主家庭，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非裔美国妇女。
非裔美国种群在美国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下，但是这样

一个整体的种族问题与性别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到

底有多大，也就是说皮尔斯所关注的群体究竟是因为

种族造成的还是性别造成的，实际上是存在争议的。
贫困女性化理论在政策方面的含义是该领域研

究争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贫困的女性化隐含了全球
化条件下妇女经济地位恶化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全球

化客观存在的某种不可改变性。按照这样的逻辑，女
性变成了系统的“外来人”，仅仅是承受负面结果的被
动的受害者［9］。这一逻辑忽视了女性作为一个能动
者在改变自身状况方面的能动性。实际上，中国国
内以留守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即便在全球

化的条件下，女性依然是改变自身状况的能动者［41］。

将女性看作被动的受害者或积极的能动者所暗示的

政策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也不能将贫困的女性
单纯看成孤立于总体社会关系的工作机器。从过去
近 30年在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框架下所展开的
各类针对女性的发展干预项目的微观实践经验可以

看出，直接瞄准女性的很多干预性活动脱离了总体社

会关系决定下的家庭、社区范围内的社会秩序。在已
有的社会关系条件下，简单机械地强调帮助“贫困女
性”经常会事与愿违，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关系的
紧张、妇女工作和负担的增加以及她们社会心理的极
大负担。贫困女性化范式深受西方个体主义和经济
决定主义的影响，因此，基于这个理论提出的实践干

预往往容易脱离多样化的文化现实。当一位贫困女
性把给予她的贷款机会给了丈夫时，她可能会获得丈

夫的情感回报和家庭的和谐等超越物化的收益。
四、结论
皮尔斯基于美国女户主家庭贫困化的开创性研

究提出了“贫困女性化”的理论概念，这一概念对于
性别研究、发展研究、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以及
社会政策尤其是对于国际发展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后续基于此基本框架所展开的大量围绕女性和

贫困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研究和发展研究

的理论体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条件
下，贫困女性化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无论从收入和
消费的维度还是从非收入和消费的维度衡量以及从

多维度衡量，贫困女性化也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

象。但是，从全球范围看，在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条件
下，女性是否产生贫困化的现象至少在呈现形式上

是多样的。虽然女户主家庭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
象，但是个体主义文化相对突出的社会与集体主义

文化相对突出的社会可能在女户主家庭的数量方面

会存在差异。因此，关注女性是否贫困需要超越狭
隘的聚焦女户主家庭这一分析单元，将一个宽化的

性别甚至是不同群体的概念应用到女性与贫困的研

究中。收入与消费维度的贫困评价同样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了市场化的影响。依靠工资和劳动力交易行
为维持生计的家庭和自给自足的、传统的以农业为
主体的家庭，女性贫困化的呈现是完全不同的。后
者很难用收入和消费的指标来衡量，即使收入和消

费在男女之间没有变化，也并非意味着女性没有贫

困化。因此，非收入维度的和多元维度的评价就十
分重要。但多维度评价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分解致贫
原因和结果，这是一个在方法上的困难，因此仍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在更多的时候
是一种状态和感受，定性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呈现这

种状态，但是定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如何与定量研

究相结合也尚需创新。
分性别关注贫困问题超越了平均数的影响模糊

性和不准确性，但是，由此又引发了割裂社会关系的

弊端。女性和男性一方面互为结构，两性之间在情
感、生育、性以及财产占有、资源分配和收入贡献与
支出方面往往存在差异，甚至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这

是消除男女不平等的基本正当性理论。但同时，两
性的结构关系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这一

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维系总体社会关系和社

会秩序的基本要素。过度强调女性的劣势与依附
性，特别是激进的干预，都会造成这一基本社会关系

的紧张。这种互为冲突又相互关联的复杂性成为性
别研究的巨大困扰，也是社会政策干预的难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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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这一难点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也需要女性主义研

究范式超越“女权视角”。这一贫困女性化研究在
理论上的难点，需要予以关注。
中国是一个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地域广阔，

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条件差异很大，同时正处在迅

速转型的进程中。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历史
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与转型中出现的性别问题相互

交织，特别是过去 30 年间中国大规模的贫困变化使
得贫困与女性问题更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女性
主义、发展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虽然自第四
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都开始关注妇女的发展问题，

但是从以往和现有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还处在描

述性和一般性的讨论阶段，针对全国的或区域的甚

至一个省份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极为少见，这极大地

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女性与贫困问题的了解，也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性别政策的制定。从已有的研
究来看，很多研究依然是在皮尔斯传统框架的基础之

上展开的，从方法角度的创新也很少。中国多样化的
社会经济条件提供了从定量到定性、从收入到非收入
以及多元维度研究女性与贫困问题的优越条件。转
型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妇女问题、
留守儿童问题以及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中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要求“不落下一个人”等都在客观上要求
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要关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群体。
这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在贫困女性化的研究方面仍需

要从方法上和理论上展开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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